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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论坛 党的思想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邱炜煌

山
头主义是当下不良政治生态的突出表现。习近
平同志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

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
会出事！”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山头主义涣散组织、滋
生腐败，甚至造成“窝案”“串案”“塌方式腐败”，严
重破坏了政治生态，必须坚决遏制，彻底铲除。

山头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宗派主义，突出表现为搞团
团伙伙、拉帮结派。毛泽东多次告诫各级党员干部：

“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
山头主义在我国由来已久，存在于几千年的社会组

织中，在我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过。
北伐战争失败后，党被迫转入武装革命，为了避免国民
党的围剿，红军在农村陆续建立根据地，在根据地形成
的同时，有些地方也产生了狭隘的山头主义。延安整风
运动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三大内容之一，正是因为革命
队伍中突出存在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军干部
与友军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等山头主义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市场经济和
权力地位的考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些地方山头
主义沉滓泛起、愈演愈烈，成为污染政治生态的重要祸
源。在 2014 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为“山头主义”画像：“有的干部信奉拉
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
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
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同年 10 月中央巡视
组矛头直指山头主义：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

“小圈子”，河北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
严格、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
纽带，黑龙江也存在重人情、拉关系、不讲原则的风
气，据此要求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
义、“山头主义”。同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
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圈子文化是山头主义的滋生土壤。面对市场经济浪
潮，一些同志经受不住权力、名利的考验，价值观错位
荣辱观颠倒：坚守党性被视为“古板”，独善其身被视
为“无能”，经营关系异化为“时尚”，拉帮结派成了

“能耐”。于是乎想方设法进“圈子”，什么“老乡圈”
“同学圈”“战友圈”“麻将圈”等等，形形色色，五花
八门，有的演变成挑战公正、对抗组织的帮派，严重破
坏政治生态。如果不进“圈子”，就被视为“异类”，领
导层没有力挺的“靠山”，同事中没有帮腔的“哥们”，
民主推荐时往往“出局”；反之，如果入了“伙”，就好
比进入“快车道”，如鱼得水，飞黄腾达。广东茂名市
罗荫国、杨光亮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都当过县委书
记，分别形成“高州帮”和“电白帮”，由此还派生出

以罗妻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在这些圈子里，官
员结成利益同盟，“地下组织部长”“卖官掮客”异常活
跃，人们趋之若鹜，“山头”如“滚雪球”般增大。

拉帮结派是山头主义的外在形式。圈子文化必然导
致拉帮结派，以致“山头”越来越多、越做越大，“盟
友”不断发展，甚至形成塌方式腐败。山头主义表现为
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具体有以下特点：一是独立性，
把某个行业和部门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潜心经
营，攻守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是排他性，视
圈外人为“异己力量”，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甚至对
抗组织纪律，挑战党政权威；三是依附性，帮派内部形
成“君臣关系”，搞“家长制”“一言谈”，唯唯诺诺，
阿谀奉承，把对党对组织的忠诚异化为对个人的尽忠；
四是江湖性，同志关系成了“绿林好汉”，用病态的人
情模糊是非概念，以封建的盲从挑战原则底线，无视政
治规矩、组织纪律，更遑论党内严肃的政治生活、积极
的思想斗争；五是顽固性，因为自我感觉良好而“权力
任性”，总以为“背靠大树好乘凉”，即使中央三令五
申、强力反腐，依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不收敛、不
收手，顶风违纪。

利益输送是山头主义的本质特点。一些领导干部热
衷于搞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只是表象，权力
攀援、利益交换才是问题的本质。他们把分管领域当成
私人领地，用公共资源作为结交资本，以权力交换维系
帮派关系，形成权钱交易、人身依附、对抗法纪、抱团
腐败的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
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导致各种各样的“逆淘汰”。如：投
机淘汰忠诚，空谈淘汰实干，霸气淘汰正气，关系淘汰
能力，腐败淘汰清廉，平庸淘汰优秀。山头主义还有一
种特殊形式，即官商勾结。官商之间，勾勾搭搭，官员
成为富商的保护伞，富商充当官员的“提款机”，互通有
无，各得其所。“山头”没有同志情，唤一声“大哥”示

“血缘”，叫一句“老板”表“忠心”。然而“山头”温情
的面纱掩盖不了庸俗的关系、肮脏的交易，它与其说是
诱人的“名利场”，不如说是温柔的“陷阱”、腐败的

“深渊”。在吕梁，官商勾结已是公开的秘密，因为富商
的幕后赞助，官员官运亨通；由于官员的背后支撑，富
商财源滚滚。

坏党乱政是山头主义的最大危害。拉山头，搞宗
派，无疑害人害己，令人痛心，但伤害最大的还是党和
政府。一个领导干部的成长进步很不容易，倾注了组织
的大量心血，一旦腐败堕落、身败名裂，辜负党和人民
的培养，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很痛心”，“有一种恨铁
不成钢的感觉”。尤其严重的是破坏了党的团结，践踏
了党内民主，阻碍了政令畅通，削弱了中央权威，疏离
了党群关系，消弭了政府公信力，涣散了组织纪律，滋
长了家长制、一言堂、本位主义，导致了各种潜规则，
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依法治国、深入反腐倡廉、构
建和谐社会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痛下决心，彻
底铲除。

注重运用警示教育。加强和改进思想教育，既克服
教育虚无主义，又避免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突出问题
导向，着眼于管用见效，不搞空对空。严明廉洁自律各
项要求，明确底线，把握红线；剖析山头主义典型案
例，认识危害，引起警醒；安排落马官员现身说法，对
照检查，深刻反思；组织监狱现场教育，明辨荣辱，敬
畏法纪。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讲原
则、讲规矩，能够有效防止和遏制山头主义，形成风清
气正、政通人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明晰规
矩，强化约束，把中央“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
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的要求落到实
处；切实增强党内民主，大力培育有话当面说、有话摆
到桌面说的好风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用整风的精
神排查、清除队伍中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从而达到
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克服民主生活随意化、
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造成山头主义与监督缺位密切
相关，净化政治生态，关键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坚持民主集中制，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阳光操作、规范运行；严
格执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不拘一格、五湖四海选
拔人才；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机制，纠正选人用
人上的不正之风；落实领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尤
其是党委主要领导和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要
尽职尽责，对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

“咬耳朵”“扯袖子”，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选好用好“一把手”。如何选人用人，历来是反映

政治生态的风向标。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
蔚然成风。要精挑细选“一把手”，落实习近平同志

“好干部”的标准，突出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决不能
让拉帮结派、我行我素的所谓“能人”“强人”担任

“一把手”；充分信任“一把手”，支持“一把手”大胆
坚持原则、履行职责，理解宽容探索过程中的不足，科
学对待群众公认，不简单以“票数”论英雄；重视监督

“一把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按照五湖四海的原
则配强班子，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要建立领导班
子分析研判制度，尤其要关注“一把手”的工作圈、生
活圈，发现搞好人主义、放任拉帮结派的及时调整，如
果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则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宋惠昌

中
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决定》 中，都明确提出了
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

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的任务。
这里所说的“法治思维”，其主要内容是对法治体系内
在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阐述，由此形成关于法
治的思想体系，以指导法治行为。就现代社会的法治体
系来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
素，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就
现代法治的实质而言，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是以社会来
制约国家。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
题，是法治思维的一个关节点。

在通常的意义上说，权利 （Right） 是一种法律概
念，它表示的是一种法律关系，即由法律公正认可和保
护 的 某 种 利 益 。 同 时 ， 作 为 政 治 哲 学 概 念 的 权 利

（Rights），是表示由某种制度安排而得到的保护和尊
重、提供给个人的受到法律保障的某种利益、反映个人
价值的合理正当要求等等。从权利的法理起源上说，权

利是一种自然概念，或者说是自然法的概念。在自然法

看来，所谓权利，是自然人个人所生而固有的权利，包

括个人固有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神圣不可侵犯

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也可以说是国际法中所公

认的基本人权；在目前我国的一般文献中所说的权利，

其实质内容就是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

利”。

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在宪法或者国家

的基本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都有不同程度的规

定。在我国的现行宪法 （2004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的第二章的第 33－51条中，对我国公民的基本权

利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其中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这是政治权利，其余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人

权，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权，居住权，通讯

自由，劳动权，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婚姻自由，

休息权，等等。在我国，上述的这些公民权利，可以称

之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是明确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当前，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大体上就是一般人权

所包含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国际人权文献中，主要的

如在 《世界人权宣言》 和后来的一些国际公约中，也越

来越充分地得到了反映。目前，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了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 12 月 16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66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在这两个国际公
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公民基本权利，这其中的大部分内
容，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致的，在原
则上我们也应该承认，并予以遵守。

当然，这里所说的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利”，
大多数会反映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之中；但是，这其
中，除了作为政治权利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公民
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并不全部是由宪法或者法律所赋予
的，而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同时，基本人权所包含的

一些自由和权利，也不能因为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而是

非法的；当然，更不是国家权力所能随意剥夺的。从权

利与权力的发生逻辑上说，权利与权力相比，是权利先

于权力，并且权利是更根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源的东

西。也就是说，是国家权力产生于社会的权利，而不是

相反。这就是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实质内容。

人类对权力与权利及其二者关系的意识，是有一个

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现在看来，在人类的原始野蛮时

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与权利概念，当然，在原

始野蛮时代的群体生活中，权力意识和权利意识是会有

的，比如族长的权力，家长的权力等等。但是，人们对

权力与权利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比较粗糙，还没有权力

与权利之间的概念区别意识。明确提出权力与权利概念
及其二者关系的问题，这主要是从人类的文明时代开始
的。当然，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和集权体制下，人们的
权力与权利意识，还是片面的，甚至是单向的概念。只
是到了民主法治时代，才具有了现代意义上权力与权利
的概念，并且对权力与权利这两个概念有了比较清楚的
界限。权力意识与权利意识的成熟，这是人类进入到以
民主法治为基础的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从民主法治文明时代的发展来看，权力与权利及
其二者关系的实质，基本的认识状况是，权利是自然
原生的，比如基本人权的一些内容，是人与生俱来的
东西，当然，有一些是由法律规定的，比如公民的选
举权与被选举权；有一些是由法律确认、并且由法律
保护的；与权利不同，在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下，对
于大多数的权力机关及其当权者来说，权力则是派生
的，并且从根本上说，国家权力的产生和消失，都取
决于社会权利，或者是由公民的权利赋予 （选举产生
权力机关及其当权者），或者是受公民权利限定，或者

是对权利负有法定保护责任，如此等等。这就是当代
社会权利与权力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法治思维的实质内容。

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比如说国家权力、政治权力
等，不是自然的，而是由一定的法律所赋予的，当然
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予以剥夺。那么，公共权
力的这种诞生、灭亡，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归根到
底，这是由社会的公民权利依法决定的。比如说，不
管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还是其他政治权力，都不是这
些权力机关本身所自然具有的，都必须由相应的权力
主体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授予，这些权力的行使范围
也有相应的明确法律规定，并且这一切都要由一定的
法律文献明确肯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来源及其
运行的合法性问题。

就当代的民主政治社会来说，公共权力的来源问
题，或者说，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是通过合法
的民主选举来解决的；同时，公共权力并不是权力机关
自然存在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当权者的职务可以由
相应的权力机关罢免。这些情况，在 2004年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
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
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
人员——全国人大代表，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
别行政区和军队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
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
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上述人员的职务，如此
等等。

上述关于权力来源及其运行合法性的宪法规定说
明，公共权力是被授予的、并且可以被收回的。这就是
说，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
的。比如，权力机关及其当权者行使权力，是有具体对
象的，很显然，接受权力行使必然会受各种因素的限
制；行使权力的主体，一般是以某个权力机构的代表的
面目出现的，并且，某种权力是明确赋予某个职位的，
而不是任意的个人，很显然，如果这个人失去了某种职
位，他的权力也就失去了。任何权力机关、任何个人，
都没有永远的权力，也没有绝对的权力。

在当代我国社会中，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日
益完善，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重要内容的法治思维，
也会越来越健全。人们将更加深刻地感到，社会的公民
权利对国家的公共权力，正在发挥强有力的制约作用。
在整个社会中，任何一种行政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运
行，都要受到社会权利的监督；行政权力或者政治权力
的生死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权利的选择。这是制
服各种政治腐败的有效机制，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可靠
保障。

□陈小林

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
小平诞辰 110 周年座
谈会上说，“邓小平

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
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
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
充满生机和活力”。刘云山同
志在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
辰 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进一
步 指 出 ，“ 围 绕 加 强 党 的 建
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许多
重要思想……要坚持和健全
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就是
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
权威。”研读 《邓小平文选》
第 3卷，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1988 年和 1989 年，邓小平先
后在 4个场合反复强调要维护
党中央权威，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新要求。

“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
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
时间。”1989 年 9 月 4 日，邓
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中国
的改革开放政策稳定，引申
出 中 央 必 须 加 强 权 威 的 问
题。邓小平先是明确重大问
题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后
执 行 。 他 说 ：“ 关 于 工 作 方
法 ， 我 提 一 点 ： 属 于 方 针 、
政策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
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
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
部 提 交 到 党 中 央 常 委 会 讨
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
商量、贯彻执行。”邓小平接
着 尖 锐 批 评 各 自 为 政 问 题 。
他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
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
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
决 ， 决 而 不 行 ， 各 自 为 政 。
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
话 不 听 ， 国 务 院 的 话 不 听 ，
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
候，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这
个 权 威 ， 不 可 能 解 决 问 题 。
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
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
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
耽误时间。”同时，邓小平明
确提出了对不维护中央权威
的 处 理 办 法 ：“ 对 于 不 听 中
央、国务院话的，处理要坚
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
调人换头头。”邓小平举例，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
泽 东 把 八 大 军 区 司 令 对 调 ，
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
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
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
范 围 。 军 队 就 有 这 个 传 统 ，
经常调过来调过去。地方也
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
调动一下。

“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
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
权威不行啊。”1989 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
同志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
务之急。邓小平认为第三代
领导集体要聚精会神地做几
件 使 人 民 满 意 高 兴 的 事 情 。
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
前进不利的事情。邓小平强
调经济不能滑坡，更大胆地
改革开放。邓小平先是提有
权 威 的 党 中 央 的 处 事 方 式 ，
他认为党中央对“应该解决
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
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
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
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
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
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
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
展速度”。接着，邓小平明确
提出党中央要有权威，有能
力。他说：“党中央、国务院

应 当 是 有 权 威 的 ， 有 能 力
的。没有权威不行啊。”邓小
平建议组建一个班子，研究
二十一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
战略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
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
规 划 。 要 采 取 有 力 的 步 骤 ，
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
后 劲 。 在 邓 小 平 的 指 示 下 ，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科学制
定和实施九五、十五、十一
五 和 十 二 五 等 几 个 五 年 规
划，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地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
威，局势就控制不住。”198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听取关
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
汇报时强调：“我的中心意思
是，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
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
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
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
其 是 ， 怎 么 行 呢 ？ 不 能 搞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这
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
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
不住。”邓小平在此直截了当
地 揭 示 了 党 中 央 没 有 权 威 ，
就会控制不住局面的严重后
果。接着，邓小平明确了维
护中央权威的基本要求，“中
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
要 坚 决 执 行 。 不 但 要 迅 速 ，
而且要很有力”。邓小平当时
特 别 强 调 要 治 理 通 货 膨 胀 、
物价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
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同
时，邓小平规定中央行使权
力的原则。邓小平指出，“现
在 中 央 说 话 ， 中 央 行 使 权
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
向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处理
内地和沿海的关系，深化综
合改革，实行宏观控制等重
大问题要在中央领导下进行。

“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
小派、小圈子。”由于革命战
争的原因，我们党在历史上
形成过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几
支野战军。因此，邓小平从
维护中央权威出发，告诫党
内不能形成小圈子。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
负责同志谈话时专门讲到党
内 不 能 形 成 小 圈 子 、 小 派 。
邓小平首先认为党内没有形
成派别。“我们这个党，严格
地说来没有形成这一派、那
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
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
没 有 那 回 事 ， 没 有 什 么 毛
派。”同时，邓小平评价自己
从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认
为，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
方面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他
自我评价自己不是完人，也
犯过很多错误。但“问心无
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
小圈子”。调任这样那样的工
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
也不带。邓小平揭示了小圈
子的严重危害：“小圈子那个
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
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
犯起。”因此，邓小平特别告
诫 ，“ 无 论 如 何 不 能 形 成 小
派、小圈子”。

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关
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我
们 党 正 在 领 导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 这 是 一 场 新 的 伟 大 革
命、伟大斗争。改革的复杂
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
前所未有。改革所引发的社
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
念多样化复杂化特征日益明
显 ， 这 就 要 我 们 更 加 坚 定
地、自觉地维护中央权威。

法治思维的一个关节点

铲 除 山 头 主 义 邓小平晚年对维护
党中央权威的新要求

编者按：2014年 10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上强调，各地党委要维
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
贯彻执行。维护中央权威是我们党的一贯主
张，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维护中央权威的思想
具有现实意义。

吴之如 作


